
由《左傳》、《國語》看《史記》人物形象的特出 

─以吳越爭霸相關人物為例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太史公寫作《史記》伊始，二千年來，由於作者司馬遷自身傳奇般的人生 

遭遇和恢宏的治史抱負，使得這部鉅著始終煥發著不平凡的璀璨光彩，也因此吸

引了古今中外無數愛好及研究者的目光；更因《史記》本身內容的豐富多元，從

而使研究《史記》的道路廓然分有史學及文學兩大方向。前人謂「史家之絕唱，

無韻之離騷」，除了肯定《史記》史學方面的成就之外，更對其突出的文學表現

給予高度評價。無怪乎劉大杰氏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特闢一章專講述「司

馬遷及漢代散文」，將《史記》一書位列於正統文學發展脈絡中至為關鍵的一環。 

  的確，若細論《史記》對後代文學所產生的影響，可謂有眾多方面：散文則

前有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力倡，後有繼於明代歸有光，乃至清桐城、陽湖派的實踐；

而唐宋以降之傳奇、演義更繼承了《史記》的史傳文學精神，故對於小說之影響

也是不言可喻。而從《史記》當中許多動人而張力十足的故事加以改編的戲曲雜

劇等更是不勝枚舉，其對我國戲劇題材的沾溉亦相當深遠。因此，身為歷史學家

的司馬遷無疑已在我國文學史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所以劉大杰氏推崇其為

「偉大的歷史家，同時也是傑出的散文家，優秀的史傳文學家。」1誠為的論。 

  《史記》濃厚的文學色彩固然令人著迷，然而光是探究《史記》的文學價值

                                                 
1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民國８０年，頁１６３。 



而忽略其為史書的身分實在有其侷限性；但倘若只從史學的角度來看待《史記》

卻又難免有遺珠之憾。畢竟《史記》是司馬遷用盡一生心力的力作。研究《史記》，

我們當然可以透過作家的生平來了解它，相反地，我們也可以經由作品，更深一

層地接觸到作家內在的聲音，潛在的意識。故較佳的觀照，必先對作品有充分的

認識與了解，深入地探究其表現技巧與創作精神，從而挖掘出作者自身的投射。     

自東漢王允以降，歷代多有將《史記》視為「謗書」之論；而班固又謂其「是

非頗謬於聖人」2。由是觀之，司馬遷寫作《史記》似乃為一己發憤之需。然則

《史記》之立論行文果有如此偏頗之憾？為了尋求這個問題的解答，除了直接以

《史記》「太史公曰」的論贊部分著手之外，整理史料更會是一個重要而可行的

方向。故本文意欲從史料整理開始，藉由和《史記》原文作比對、檢視，來看看

司馬遷當初在運用這些史料時，是以怎樣的角度加以揀擇、又如何鎔裁鍛造人物

形象。除了身為一位專業史學家客觀判斷，將史料予以合理的取捨增減外，更希

望能另闢蹊徑，看看司馬遷個人的、情感的取捨原則，藉此還原尋求出司馬遷的

寫作立場及創作意識，並試圖為這些現象或趨勢提出合理的解釋與分析。 

   

二、文獻檢討 

 

對於《史記》繼承前代典籍，及司馬遷的創作意識、《史記》的寫作技巧、 

人物形象塑造等問題歷來已多有論述。今僅就各論述方向試舉例一二如下。 

（一）關於《史記》繼承前代史籍的研究 

韓兆琦在《史記博議》3中提到：《左傳》、《國語》為《史記》提供了春秋時 

                                                 
2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６４年，頁１２３２。 
3 韓兆琦：《史記博議》，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８４年。 



代詳盡的史料，同時《史記》也繼承《左傳》寫人敘事的技巧，尤其在人物心理

神情刻畫上又添增上許多；此外，《國語》中一些遠古史事的傳說則為《史記》

的相應敘事提供了依據，如〈鄭語〉、〈楚語〉等。另《左傳》、《國語》二書也為

司馬遷寫作〈吳世家〉、〈越世家〉、〈伍子胥列傳〉等提供了基礎。 

  顧立三在《司馬遷撰寫史記採用左傳的研究》4中則提到：《史記》取捨《左

傳》的原則，是以事務對當時政治較有影響者；對戰爭的描述也是以其重要性為

標準。如城濮之戰和鄢陵之戰，前者成就了晉之霸主地位，後者僅是續維持住晉

的霸業，兩者重要度不能相提並論，故《史記》記敘有詳略之分。而個別國家內

史事的篩選則以實際權力為中心，外交部分並不太受司馬遷的重視。 

（二）關於司馬遷創作意識的研究 

范文芳〈司馬遷的創作意識〉5一文中將司馬遷創作《史記》的意識分為七 

項來討論。第一是秉承父親的遺志；二是職責上的使命感，造就他積極的修史觀。

三是對時代批判；四為對人生有所體悟，欲啟發世人。五為司馬遷心有鬱結，故

發憤述作；六則是欲立言以求自我之完成。七則是向文學借火，從前人文學作品

中得到滋養。 

  盧敦基〈史記中的傳奇心態略論〉6則提到司馬遷在《史記》中慣將題材做

激情化、戲劇化、情節化的處理。形式上喜愛描寫戲劇性場面，製造尖銳的矛盾

衝突；又如同短篇小說一般，篇幅較小，主題單純，場面集中，敘述精煉。而在

心理上則是有英雄心態。如過分誇大辯士之能，把天下事似乎看作一言可決；此

外，作者認為司馬遷還有所謂的「清官」心態：把官場看成黑白分明，正邪兩分，

結果常是小人得志，造成政治悲劇；再來是復仇心態：以司馬遷特別偏愛描寫如

                                                 
4 顧立三：《司馬遷撰寫史記採用左傳的研究》，臺北：正中書局，民國６９年。 
5 范文芳：〈司馬遷的創作意識〉，《省立新竹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第十一期，民國７４年。 
6 盧敦基：〈史記中的傳奇心態略論〉，《浙江學刊》第六期，１９９３年。 



伍子胥、孫臏、范雎、韓信等人，看出其以文學作為個人復仇雪恥工具的特色。

最後作者得到結論乃因為司馬遷受宮刑，故忍辱負重，立志著史，藉文化復仇。

故有情緒化傾向，較偏激的觀點也就隨之而生了。 

（三）關於《史記》的技巧表現方面 

楊松岐〈論司馬遷的論斷語言藝術〉7一文將《史記》論斷語言的表現形式 

分為兩種：有形的是篇前的序，篇後的論，以及篇中的夾論；無形的則分為：一

是寓論斷於敘事。如〈季布欒布列傳〉寫欒布哭祭彭越，借史明義，歌頌欒布重

友情恩義，也諷諭高帝的刻薄寡恩。二是用無聲的沉默以寓諷。如〈平準書〉中

的「太史公曰」從歷代說到秦，獨漏漢，正與篇首「漢興，接秦之弊」遙應，以

無聲託諷，斥責武帝的好利。三是在人物去留選擇和立篇作傳的對照中以示褒

貶。如〈酷吏列傳〉與〈循吏列傳〉、〈高祖本紀〉與〈項羽本紀〉等相互對照；

另在〈衛將軍驃騎列傳〉中附了一批將校，並未一一加以列傳，但因司馬遷特別

同情李廣，故為李廣另立一傳。四是以爵封和身分標題以示褒貶。〈淮陰侯列傳〉、

〈李將軍列傳〉、〈魏公子列傳〉均以其稱謂稱之，亦可見司馬遷對他們的敬重。 

  徐興海〈史記寫人格〉8一文認為，對人格的揭示是《史記》創作的重要目

標。由〈報任少卿書〉中，作者歸類了修身、愛施、取予、恥辱、立名五項為司

馬遷認定的君子人格，9並且以「立名」作為整個人格的基礎。作者提到，《史記》

中的理想人格以孔子為代表，孔子的語錄在《史記》全書中出現四百多處，故孔

子的思想成為《史記》中人格的標尺。作者強調，《史記》中刻畫了多類型的人

格：如秦始皇和劉邦均屬於開拓型人格；吳太伯、伯夷則分別為道德型人格。而

                                                 
7 楊松岐：〈論司馬遷的論斷語言藝術〉，《殷都學刊》第二期，１９９４年。 
8 徐興海：〈史記寫人格〉，《唐都學刊》第八卷第一期，１９９２年。 
9 〈報任少卿書〉：「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
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引自《文選》，臺北：五南
出版社，民國８０年，頁１０３７。 



司馬遷更由於推崇李陵，認為其具有孝、信、廉、義、讓、恭儉、又能徇國家之

急，故為其辯難；司馬遷本身也為了「立名」，所以能接受宮刑，忍辱偷生，希

能有留名千古之日。是故作者得到結論：司馬遷雖以孔子為理想人格，然卻不以

儒家的道德型人格去框限歷史人物，而更多地強調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及對社

會發展的推動作用，所以《史記》揭示人物，評價人物有不同凡俗之點，複雜的

人格揭示，表現了司馬遷人格思想的豐富性。 

（四）關於《史記》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 

何世華在《史記美學論》10中則談到，《史記》當中描寫人物、刻畫人物的

方法有以下幾點尤為見長。第一是擅於在尖銳激烈的矛盾衝突中刻畫人物。如在

鴻門宴一段的描寫中，矛盾千頭萬緒，鬥爭時隱時現，尖銳激烈，起伏回環，而

各種人物的性格，也於此得到最充分的展現。二是善於選擇典型事例突出人物性

格。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寫藺相如的大智大勇，先公後私的高貴品質，司馬遷

便在「完璧歸趙」和「澠池之會」兩段集中表現。三是善於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

如晉驪姬陷害太子申生一事，《史記》對驪姬心理活動的刻畫顯然比《左傳》、《國

語》更為曲折，效果自是更加生動。四是注意行動和細節的描寫。如〈孫子吳起

列傳〉中對孫子作為一個軍事家的才幹氣度，不是靠一般概括性的敘述，而是借

助孫子訓諫娘子軍一事來加以展示的。五是採用對比、襯托的手法強化人物性

格。如李廣和李蔡，〈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等。六是使用個性化的語言表

現人物的性格特徵。如最為人所熟知的〈陳涉世家〉中，陳涉昔日的朋友來看他，

見面時「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一語，表現了鄉村農民天真純樸的神情，讀

來直是栩栩如生。七是渲染環境氣氛，突出人物形象。如垓下之圍一段，四面楚

                                                 
10 何世華：《史記美學論》，臺北：水牛出版社，民國８１年。 



歌，充滿扣人心弦的悲壯氣氛，突出了英雄末路的悲劇性格和命運。八是運用寓

貶於褒的諷刺手法，揭示人物性格。如在〈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對公孫弘的描寫。

透過他漂亮的外衣，極寫他虛偽多計，逢迎拍馬，善於保全自己的本質特徵。 

巫淑如在其論文〈千姿百態的人物畫卷－史記人物形象塑迼技法論析〉11中

同樣也揭示了司馬遷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及取材史料的標準。她對《史記》取材

史料的標準看法和陳可青一致。12亦即可扼要地歸為：「非天下所以存亡者，故

不著」，以及「若是基本史料不及民間神話傳說可靠時，司馬遷便捨史料而就民

間傳說與軼事」；再者，《史記》的選材標準又「與立傳主旨有密切的關係」。至

於談到司馬遷對史料的改寫部分，她認為司馬遷改寫史料的動機有如下幾點：一

是為求真實合理。如〈刺客列傳〉中將原始史料《戰國策‧趙策》中「衣盡出血」

一事刪去即是。二是為突顯各篇之中心主旨。如〈秦本紀〉中將《戰國策》僅以

五字交代有關孝公用衛鞅一事，增潤成二百八十個字的文章，即是為了突顯孝公

「招賢用能」的主旨所做的改寫。三是為求文字的簡明順暢。如〈五帝本紀〉中

改寫了原始史料《尚書》中相當晦澀艱深的字句；而《左傳》裡也有一些特異筆

法及語言難懂之處，司馬遷也一一作了補充，使內容更為連貫有致，清楚明白。

四則是為了充分表現人與事的特殊性。也就是，司馬遷在史料的取捨上，往往特

別注目於歷史人物能聳動視聽且令人驚奇的特異行為與事蹟。如〈楚世家〉中選

擇將《左傳》原無的楚莊王「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故事來加以描寫，突顯了

太史公有意傳奇人於千秋的做法。五是為表現生動而完整的人物形象。如〈伍子

胥列傳〉中，司馬遷抓住伍子胥的性格特徵，根據《呂氏春秋》、《戰國策》，補

寫了伍子胥過昭關，江上遇救，又中道行乞等生動細節，使伍子胥的形象更豐富

                                                 
11 巫淑如：〈千姿百態的人物畫卷－史記人物形象塑迼技法論析〉，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碩
士論文，民國８５年。 
12 陳可青：〈太史公書凡例考論〉，《中國史研究》第２期，１９８２。 



且鮮明生動。綜上所論，作者認為：《史記》融裁改寫史料後所達到的文學成就

為：１‧傳記史料豐富詳實 ２‧傳記的中心主旨明確 ３‧傳記的語言文字通

俗易懂 ４‧傳記人物形象鮮明生動，富有藝術感染力。 

此外，不能不提及李長之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13一書。該書系統而全

面地由各個角度來探討司馬遷成書的時代背景，學術思想所承；也多方分析了司

馬遷的性格對《史記》成書風格的影響，同時對於《史記》內文篇章的結構與文

學性，《史記》在文學史上的貢獻與地位俱有深入而精闢的論點，誠可謂思精體

大之作。 

 

三、研究範圍、方法 

 

在「歷史」的框架下，《史記》忠於客觀的事實是必然的條件，何況司馬遷

的出發點本就在於完成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14、「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15這是

司馬遷對《史記》的期許，文學顯然並非他的主要目的。雖然如此，但是《史記》

畢竟是「私修」而非「官修」，故其中有著司馬遷生命熱力的投注與對理想追求

的寄託，所以其創作心理和意識勢必牽動整部作品的風格面貌，因此探究《史記》

一書的作者創作意識仍屬必要而有價值的工作；此外，在文字敘述的拿捏和對人

物性格的塑造上，《史記》所運用的技巧和裁度正足以反應作者的意圖。是以應

也同樣能抓尋到作者創作心態的圖象。本論文擬藉由探討司馬遷對人物形象的塑

造為手段，俾使吾人能逆勢推敲作者的原創動機。為了能做較精確的分析，故將

                                                 
13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臺北：里仁書局，民國８８年。 
14《文選‧報任少卿書》，頁１０４４。   
15《史記‧太史公自序》，臺北：藝文印書館，頁１３５２。 



研究範圍縮小，僅設限於春秋末年崛起之吳越兩國，做為論文的目標對象。除了

為縮小研究範圍而將焦點集中在吳、越兩國之外，同時另有三點重要的因素促使

本論文意欲以吳、越兩國作為探討主題的原因： 

 

（一）《史記》〈吳太伯世家〉、〈越王句踐世家〉、〈伍子胥列傳〉等吳越爭霸相關

篇章大抵是依據《左傳》、《國語》二書而成。關於這個趨勢，韓兆琦在《史記博

議》一書中已經提及。16故若要以史料之增補取捨的角度為研究方向，則以吳越

兩國作為討論範疇最可見出太史公對於史料增刪的原則，與其中個人對當中人物

的愛憎與形象塑造。 

（二）《史記》一書鴻篇鉅製，七十列傳中於〈伍子胥列傳第六〉而後者共計有

六十四篇。而除第七十篇為〈太史公自序〉外，所餘六十三篇中但凡與伍子胥、

范蠡、大夫種、句踐、吳王夫差等人有關，或曾引其事為論者共有十三篇，計十

六處。分別為〈仲尼弟子列傳〉一處、〈張儀列傳〉一處、〈范雎蔡澤列傳〉三處、

〈樂毅列傳〉一處、〈魯仲連鄒陽列傳〉二處、〈刺客列傳〉一處、〈李斯列傳〉

一處、〈蒙恬列傳〉一處、〈淮陰侯列傳〉一處、〈韓王信盧綰列傳〉一處、〈季布

欒布列傳〉一處、〈淮南衡山列傳〉一處，以及〈貨殖列傳〉一處。換言之，太

史公行文時採吳越爭霸諸事相涉為題材論述者約占列傳的五分之一。若太史公下

筆時時援用為例，足見其重要性不容小覷，故而以吳越二國人物為主題探討深具

研究價值。   

（三）歷來《史記》研究者均注意到後人補竄《史記》的問題。據近人鄭之洪《史

記文獻研究》彙整，將之區分為三大類：17 

                                                 
16 見韓兆琦：《史記博議》，〈史記的繼往與開來〉一章，頁２３５－３３２。 
17 鄭之洪：《史記文獻研究》，四川：巴蜀書社，１９９７年，頁１９０－２０１。 



１．褚少孫補史。即《史記》傳後附有之「褚先生曰」的部分。計有〈三代世表〉、

〈建元以來諸侯年表〉、〈陳涉世家〉、〈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

〈張丞相列傳〉、〈田叔列傳〉、〈滑稽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共十一篇。 

２．好事者補亡《史記》篇目。即好事者割取成書以補原《史記》之缺。計有〈孝

武本紀〉、〈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禮書〉、〈樂書〉、〈律書〉共五篇。 

３．讀《史記》者增竄《史記》篇目內容。即讀史者之備注於傳鈔過程中竄入正

文。計有〈秦始皇本紀〉、〈樂書〉、〈曆書〉、〈孔子世家〉、〈楚元王世家〉、〈齊悼

惠王世家〉、〈屈原賈生列傳〉、〈酈生陸賈列傳〉、〈平津侯主父列傳〉及〈司馬相

如列傳〉共九篇。 

綜合以上所述，則可了解吳越二國所涉篇章及前面提及所引條項俱無後人竄入之

虞，因此出於史公筆下殆無疑義。故以此為研究主題則可避去妄斷之語。 

準此，計畫先將《史記》中相關吳越二國君臣的章節挑出，再以人物為主軸，

事件為輔翼，從《左傳》及《國語》中擇出有關記載，予以比對分析；同時也將

旁搜於現存的漢代或漢以前成書的著作如《吳越春秋》、《越絕書》、《呂氏春秋》

等，並思考是否有司馬遷曾參考但如今亡失的資料，藉此釐清司馬遷的取材原

則，此其一；其次觀察《史記》是否有異於《左傳》、《國語》二書中人物形象的

塑造，而呈現獨特突出的設計，以此窺測司馬遷個人的觀點和用意。最後將以漢

初社會背景，司馬遷個人學養、人生經歷等多重面向，來為形成這樣的創作意識

與心理提出筆者個人的解釋和討論。至於在「人物形象」塑造以外，有關寫作技

巧的部分僅提供作為分析司馬遷創作意識的某一面相，因此並非本文論述的重

心。 

至於何以選用《左傳》《國語》二書作為本文討論的藍本，昔班固有云：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

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18 

 

班彪也說：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

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

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19 

 

又《史記‧五帝本紀》亦云：「吾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

姓，章矣。」20由此可以推斷春秋戰國時期的史事，司馬遷的參考底本大概以《左

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等為主。其中《世本》一書已可謂亡佚，而《戰

國策》所述的時間又比本文所欲討論的時代稍晚，所以列入較次要的史料，僅做

為旁證之用。 

 

四、預期成果 

 

前人對《史記》人物形象的研究大多在探討「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亦即，

其論述重點側重於強調：司馬遷運用了哪些文學技巧以達到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

目的，此其一。再者，前人的研究也僅止於從《史記》文本自身中歸納得出司馬

                                                 
18班固：《漢書‧司馬遷傳》，頁１２３２。 
19范曄：《後漢書‧班彪傳》，引班彪所作《後傳‧略論》，臺北：鼎文書局，民國６８年，頁３
５５。 
20《史記‧五帝本紀贊》，臺北：藝文印書館，頁４１。 



遷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慣常使用的表現方法，而忽略了和《史記》關係、淵源都甚

為深厚的《左傳》、《國語》二書做一比較。其三，前人所討論的人物形象技法仍

僅停留在分析《史記》的「寫作技巧」層面，並未嘗試藉此推求司馬遷「何以如

此」的創作心態。故本文將尋前人未盡之處，將《史記》與《左傳》、《國語》以

橫向及縱向的比對，如此勢必更能突出司馬遷在塑造人物時所牽涉到的個人意識

和創作特點，除了希冀為後人提供一個觀察與研究《史記》的另項思考方向之餘；

也期能免於「以管窺天」之譏，而收「見微知著」之效。 

 


